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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清代山西民间最重要的精神慰藉莫过于神灵信仰。在山西民间，庙宇星罗棋布，庙宇中供奉着各
路神明; 各村社对庙宇重修扩修的资金，献戏酬神的费用摊派，神灵祭祀的时间，各村共奉神灵的迎神赛事的

流转承接，庙宇的保护等均有严格的规约。这一现象反映了山西民间社会生产生活环境、生产力水平、医疗水
平、民间信仰中敬神悦神的最高形式，表现了村民朴素的愿望和精神寄托。信仰规约的严格执行对山西省环境
的保护、资源的保护、戏剧文化的传承、民间社会公德的提升具有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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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既是古代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又是黄土高原的主要农业区之一，其

民间信仰传承到清代已丰富多样。从留存碑刻资料来看，其民间信仰已经有了一整套完整的规
约，展现出的是山西民间多维且独特的历史图卷。

一 重建维修庙宇祭祀酬神规约

首先，关于维修重建庙宇与祭祀酬神经费的规约。山西民间庙宇的重建与维修，除募捐施舍
外，不少地区还要进行摊派，把此项活动纳入村社规约之中。如现存于沁源县文物馆内勒石于清
道光六年 ( 1826 年) 《重修菩萨庙五荷碑记》记载: “总管□□听悟村人各捐其赀，本社地亩亦
行摊派，五旬日约得一百四十余金。”① 长治市屯留县寺底村光绪十六年 ( 1890 年) 《重修社庙
碑记》载: “凡多年兴作，所费赀财不过合村地户，按亩公摊。”② 陵川县礼仪镇平川村的 《重
建观音堂碑记》和六泉乡大王村《重修德明观碑记》也有 “指户捐资”和 “计丁拨夫，按地摊
钱”③ 的记载。为了祭祀活动能正常进行，高平的一些地区对村民财产置卖的祭神费用定出了详
细的规则和安排。勒石于乾隆四十三年 ( 1778 年) 高平野川镇北杨村 《合社公议碑记》订规:
“社规每逢敬神唱戏，按地亩出钱宰猪，照分数随社，不得矫情戾俗，如有强扭不随社规者，值
年社首送官究处……以后凡变产之家与置产之家成交之期，变产之人即宜叙及此言。如不叙及此
言，事后置产之家佯为不知，假推不应，变产之家唱戏按地亩赔宰猪，照分数赔钱，毫无他

说。”④ 明确规定了每户按地亩摊钱的酬神唱戏份子钱，即使村民土地买卖田产置换的情况时有
发生，新置田产主人也须按份子缴纳，否则对原有土地主人进行惩罚，甚至送官府处置。
其次，村际之间祭祀的流转规约。对于几个村社共同祭祀的大庙宇，在管理上则由几个村社

首领共同出面处理或组织。洪洞县乾隆二十一年 ( 1756 年) 的 《公议社赛碑》记载了四个村社
在“祀”方面的流转规约: “迎神赛社，历有年所，而吾乡各庙均有此典。其分社办理，诚前□
人之深谋久计也……□□列后: 四月十八日，恭逢泰山圣母祀辰。献戏三台…东北社首值，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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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单各社，以便同备戏……五月十三日，恭逢关圣帝君祀辰，献戏三台……西北社首值，预先传
单各社，以便同备戏……六月初六日，恭逢龙王老爷祀辰，献戏三台……西南社首值，预先传单
各社，以便同备戏……七月初七日，恭逢商山圣母祀辰，献戏三台……东南社首值，预先传单各
社，以便同备戏……□迎神盘馔香纸，戏吹手红衣旗俱要齐备，不许失误。”① 此规约明示了这
项活动的重要性、年中四社举行四个迎神赛事的具体日期、迎神赛社中四个村社的具体承接要求
以及每个村社失误后的罚约六款: “首社失误传单者罚戏一台; 首社失误戏者罚戏一台。过□三
日者罚戏二台。”②目的就是为保证迎神赛事的正常流转。
再次，为了保证寺庙的风水宝地久之年延，各村社对寺庙的周至和财产、周围的树木和山体

都有严格的保护规约和对村民违规后的处罚规约。规约不仅对村民，也对僧众的行为进行严格约
束。现存于沁源县黎合村的清嘉庆年间的 《重修关帝庙碑》明文规定，对重新修好的关帝庙所
在之山实行禁山，“禁山罚钱六千文，社内使用”，把大额罚款作为约束村民的手段。现存陵川
县崇安寺内的《重修崇安寺禁约序》在整修旧有殿宇之外，“又创鼓楼二楼……复增建群房九十
余间，寺前大台一座，再南春秋阁一座”③，庙宇规模数量如此庞大众多，保护规约更加严格:
“1. 禁寄放、破坏箱柜以及砖瓦木石等物; 2. 禁寄放材板及禾稼麻草等物; 3. 禁拴系牲口以及畜
口致伤树木; 4. 禁做木石物料、油漆家伙坏墙宇砖石; 5. 禁寺后面左右寄存棺柩; 6. 禁石台左右
堆积致污台基; 7. 禁社内桌椅碗盏裙褥等物私自借用; 8. 禁寺内外放铇致瓦脊; 9. 禁容留游食僧
道面目可憎之徒。”④ 类似的碑刻规约在山西各地的碑刻中都有一些记录。村社对酬神献戏每户
应交经费的数量以及缴费的时间均有严格的规约。同时，规约细化列出了村民可能有的各种逾越
的行为，且逾期后的受罚数量由小到大，程度由轻到重，乃至开除出社，甚至 “不遵社令，乡
地社领、维首一同缚击，扭手送官太老爷究处”⑤。
以上各村社碑刻规约之内容，涉及事项有建庙、修庙、祭祀、村际流转的酬神献戏、使用、

维护，从村民日常可能发生的用庙情况，到庙宇作为社学之地时对学生行为的约束以及对拖延缴

费的惩处，事项不一，规约不同，针对性强，操控性高，从而保证了重修庙宇的正常进行，祭祀

的正常流转; 庙宇的常年维护，保证了庇佑地方的守护神安身之所的代代相传。

二 碑刻信仰规约与山西乡村社会

碑刻里的信仰规约，在清代山西非常普遍，从诸多方面反映了民间的现实需求，反映了山西

当时的实际乡村社会状况。
第一，以规约的形式确定对神灵的虔诚祭祀，反映了在清代山西经济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

下村民的希冀。山西地处黄土高原，80%的地区属于高原和丘陵。有清一代山西的生产力水平并
未能超出前代，生产农具依然延承明代农具。清朝时期，山西农具主要有犁、耒耜、碌碡、耧
车、镢、锸、长铲、铁锨、铧、锄等，依然为人力劳作。大部分地区属半干旱气候，土质为黄
土，黏性小，保水性差，再加上明朝时期无节制的砍伐，森林植被破坏严重，到了清代，自然灾

害现象非常普遍。据《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记录，自然灾害每年在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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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为普遍的为旱灾、水灾和涝灾。笔者选取了康熙至光绪 8 个帝王元年时的灾害资料: 仅水
涝旱灾发生的地县在康熙元年 ( 1662 年) 有 23 个，雍正元年 ( 1723 年) 13 个，乾隆元年
( 1736 年) 2 个，嘉庆元年 ( 1796 年) 4 个，道光元年 ( 1821 年) 4 个，咸丰元年 ( 1851 年) 3
个，同治元年 ( 1862 年) 18 个，光绪元年 ( 1875 年) 10 个①。此项统计还未包含雨雹、雪霜、
虫灾和震灾，也未包含光绪三年至四年 ( 1877 ～ 1878 年) 山西 200 年未遇的大旱灾，仅从普通
的 8 个年份的三种灾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气候较为恶劣、各种灾害频仍发生是山西自然环境的
特点。因此，年年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村民的愿景。
自然条件下靠天吃饭，对村民来讲有两种结果，一是出现了人们希冀的风调雨顺的年景，二

是自然灾害持续发生。从碑刻资料来分析，当第一种年景出现时，村民会认为是祈祷神明显灵庇
佑的结果，为了感恩神明的庇佑，会出现庙宇不断被重修和被创建。勒石于乾隆十三年的沁源县
交口乡北洪林村《炼阳观碑记》这样记载 ( 自修炼阳观后) : “祷无不应，求无不通，各村之中，
风调雨顺，麦稷咸登。”② 内容相近的资料在各地县志中也有记录。如清光绪年间 《怀仁县志》
中载“纯阳宫在东关十字街，每祈祷无不灵应”③。当第二种年景出现时，庙宇也会得以重修，
因为村民认为是对神明不敬导致了天灾，这是神明对民众的谴责。勒石于光绪八年 ( 1882 年)
和顺县的《重修观音阁碑记》载: “ ( 观音) 神阁破旧……村人久欲重修，不幸光绪三年忽遭大
旱……至庚辰又遭冰雹，意者天灾之流行，未必非神庙不修以致此。村人于是公议重修，但□饥
馑之余，赀财不足，余因出借钱伍拾余仟，以襄是事。村人□□踊跃，□事□功，不日而工程告
竣。虽曰人力，要非神灵默佑不至此。”④ 由此可以看出，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靠天吃饭的低
下生产力水平，使得村民生存艰难，心怀希冀，表现在现实社会中就是造就了山西庙宇的普遍和

清代山西以祀文化为凸显特征之一的地方文化。
第二，以酬神献戏悦神的形式进行祭祀活动的规约，反映了山西当时的医疗条件和人口延续

的需求。从碑刻来看，山西民间仍以求神问药为治疗疾病的方法之一。勒石于道光元年 ( 1821
年) 陵川县西河底镇积善村的 《重修药王庙碑记》⑤ 载: “药王灵应倾动遐迩，凡祈药无弗应”，
并记载了药王庙大小两尊药王像并居中的由来，“神之像高仅尺余，其后四方有病辄来祈，灵应
异常。香火日盛，村人遂更为庙以祀之。而又高大其神像为之冠带袍服。此庙中二像所以并居中
而前后坐也，盖实为一神云”。这段碑刻的记载让我们从中读出了历朝历代有病祈神和在清朝并
无二致的历史延续，记录了当时民众祈神治病的真实情形。也正因为此，才能理解当地村社为了
感恩，并希冀药王能在以后保一方平安，在 “嘉庆丙子……捐金七百余两，又合历年所收地亩
钱，前后约四千余两”。省吃俭用，经年累月地用心积攒了很大一笔钱去重塑金身、重修规模宏
大的庙宇了。探究其行为，其实怀有良苦用心，“人克竭其诚，神不降福乎?”⑥
从清代碑刻来看，村民们对生命的延续、人口的繁盛极为重视。大灾之后村民对留存生命感

恩要重修庙宇，“神灵丕著人民得以默庇，帝德广运黎庶赖以荣生”⑦，“至 ( 光绪) 三年丁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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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馑荐臻……饿殍遍野……凡执事数人幸各无恙，因而感激……至六年重修关帝庙”①; 小村社
人口稀少祈佑人丁繁盛要建庙②; 人民繁庶也要建庙感恩，“余历西山一带凡数十村，不无寥落。
而人民繁庶，房舍稠密，独数燕村，岂非神之福佑有然哉”③; 遭受大灾人口受到重创也要赶紧
想法筹集资金修庙，以赎村民们认为的是怠慢神明之过④。光绪初年山西大灾之后，各地又兴起
重修庙宇的热潮，而且时间集中在光绪六年至十年 ( 1880 ～ 1884 年) ，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山西
村民这种感恩、赎过的敏感心理。以上种种情景，再现了中国民间对生命延续的朴素认知，也说
明人口的繁盛对当地农业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三，反映了山西民间实用性的信仰状况。实际上，山西民间庙宇的大量存在及庙宇规约反

映的是民间信仰的真实，酬神献戏摊钱规约也好，保护庙宇及保护庙宇山林也好，都是希冀神灵

对当地的庇佑。
从汉代佛教传人中国，又与中国本土信仰相结合，到清代时，中西信仰合璧交融的现象在山

西民间非常普遍。山西民间庙宇种类繁多，有佛教寺院，道观，山神、河神、土地神等自然界山
水河流及动物神祇庙宇，历史传说人物和历史英雄人物庙宇等，说明山西民间百姓更注重实用性

与实效性。从碑刻资料看，无论哪种信仰，山西民间注重的不是理论方面的探究，而是对神灵的
定时祭祀和酬神献戏并为此附有相关的规约，注重的是神灵对当地庇佑的结果。如现存和顺县平
松乡三泉村勒石于道光元年 ( 1821 年) 《重修府君庙碑记序》载: “世谓鬼神何灵? 因人而灵，
于理诚然……神之赫赫濯濯，必有功于济于世，能世世相承。”⑤ 同是和顺县义兴镇的碑刻也记
载“尝闻圣王之创祭礼也，能御大灾则祀之，能御大患则禗之”⑥。对他们而言，祭祀仪式既是
对神灵的恭敬感谢与取悦，更含有现实希冀的上传。
也正因为如此，山西民间村社非常讲究和重视庙宇外观。虽说修建庙宇耗资巨大，但对民间百姓

而言，“夫庙新则神妥，神妥则灵聚”⑦，“规模狭隘，房屋窄小，乃古制也。后之人生于斯，长于斯，
遂□安于斯，焉能迎神赛□，局促甚焉”⑧。“因陋就简尚恐亵我神明，若听其颓废而莫之理”⑨。
如果考察各村社庙宇，不难发现，庙宇的位置是村落中最好的，且和民居分开建设，说明民间百姓

认为，神明极为神圣，不得以人间的浊物污秽了它，神灵的住所残破颓废，或风雨飘摇，是对神明

的大不敬。如果没有一所好的建筑，作为当地人往往难以心安，因为会导致神无安身之处，而神无
灵则地方不宁。这种心态导致山西庙宇的发达和繁荣。因此，不难看出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清代
山西信仰碑刻的规约中，更多强调的是在庙宇维修重建后的摊钱酬神献戏、爱护庙宇和对村民现实
生活中的行为约束和惩罚的规约; 大灾恢复之后的首要之事为重建庙宇。对山西民间而言，追求的
不仅是一种膜拜，还有如何取悦神灵，对神灵态度是否虔诚，因为这一切皆有现实缘由。
第四，酬神献戏规约的献戏形式反映了山西戏剧在经过千年的传承与繁荣之后的定型并成为

民间最高的敬神悦神形式。中国的音乐与舞蹈起源之一即为祭祀。发展到清朝，从碑刻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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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山西民间的祭祀活动多有酬神献戏的规约。大致有: 每年定时的酬神献戏; 重修或扩建后的
开光献戏; 对村民惩罚的方式———罚其对神灵献戏。献戏酬神形式，有的地方以规约的形式确定
下来并严格执行。除上文提及的洪洞县《公议社赛碑》外，还有乾隆十七年 ( 1752 年) 的 《昭
兹来许碑》也载“士人每岁于季春廿八日献乐报赛，相沿已久”，并定有惩罚措施，“嗣后有失
误神戏者，不得开销公项分文”①。对村民惩罚的唱戏碑有勒石于嘉庆二十年 ( 1815 年) 长治市
屯留县上村镇辛庄村《三社禁赌碑记》载“自禁之后，犯者鸣钟赴社，罚戏三天”②。也是勒石
于同年的屯留县康庄村的 《禁赌碑文》县衙下文明示 “日后倘有犯者，许该村总约合祀演戏警
众。如不演，拘人执示禀官究治”③。
山西民间如此看重献戏的流转、承接以及在处罚村民时以唱戏酬神为手段，反映的是民间对

献戏酬神形式的重视。在他们看来: 乐楼是高贵豪华的象征，神明在享受人间最高礼仪的同时，
也在彰显着其独有的地位， “向有祠宇而无乐楼，何以彰神教而肃观瞻?”④ 音乐能通达天地;
神灵能感知其声; 娱乐既然能让人愉悦，也一样能使神灵愉悦; 而神明有灵并感知到了人间的虔

诚，即可施展神力庇佑一方土地。因此，把自古天子诸侯的特权逐渐下行至民间，成为民间献给
神明的最高礼物，表达村民对神灵最崇高的敬意。要求在对神明最高礼仪的问题上不得有失误，
按时酬神献戏，祭祀神明，就成为当时当地人的头等大事。
第五，反映了民间基层组织的严密与管理的透明，反映了基层组织的威信力及规约的有效

性。信仰规约碑刻的大量留存，再现了山西民间重修或新建庙宇的工程，也再现了民间基层组织
的管理及有效度。从民间筹集资金 ( 资金的筹集有时涉及村际之间、村外多家商号、省外诸多
商号等) 、工程建设、庙宇的保护到献戏酬神，涉及的环节之繁复、过程之长久，都需要一个有
效的基层组织管理和有效规约的执行。从碑刻来看，山西民间重建或扩建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已经
有隐性的习惯性规约在其中了。如选择的临时管理人须有能力，至少在 2 人以上; 募集使用资金
管理透明等。公开的规约规定剩余资金须有专人管理，庙宇的维护，酬神献戏的流转以及失误后
的处罚等等，如有损坏庙宇的处罚，规约也非常严厉。
以上种种，没有一个能力强的村社合作班子和有效规约是难以办成的。从信仰规约碑刻记载

来看，山西各地相关的村官有社首、香首、乡约、纠首等等。规约既是对村人的要求，同时也是
对首领的要求，从接手重修庙宇、募化修资之始，已是按照规约对相关管理人员执行监督之时。
庙宇维修结束后，所募集之钱都有账目清晰可查，甚至用多少饭、板凳都登记在册、勒石刻碑，
有的村社首领甚至会发重誓以示清白。如此这些，反映了山西当时基层管理的有序运行及有效
性，其特征为松而不散，有序而灵活，同时也受到规约的约束。由于规约的严肃性与公正性，从
上而下的公正执行，其效率是较高的。上文提及的对说明村社的祭祀规约不仅详尽明确，且有官
府的认同与支持，从这一现象说明村社组织规约的实际执行效果。而有效的规约的执行，是民间
酬神献戏等活动长久持续和民间庙宇建筑久荣不衰的前提。

三 信仰规约对山西地方社会的影响

第一，禁山禁伐的碑刻信仰规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山西的自然环境，使部分山脉植被得以保

75从清代山西碑刻看地方社会信仰性规约

①

②
③
④

《昭兹来许碑》，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主编: 《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 ( 续一) ，第 32 页，山西古籍出版
社 2007 年版。版本下同。
《三社禁赌碑记》，冯贵兴、许松林主编: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屯留县卷》，第 59 页。
《禁赌碑文》，冯贵兴、许松林主编: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屯留县卷》，第 58 页。
《窦公祠新建乐楼碑记》，《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 ( 续一) ，第 82 页。



留并恢复。明朝时，山西森林被砍伐的情况非常严重，在清代经过多地对寺庙与民用之地的严格划
分，严禁僧俗之人砍伐山林，一方面为保护风水，一方面还在必要时应急，以备不时之需，而若到

了非砍伐时，也须有村社合社议定。经过多年对人的约束，山西植被在一些地区得以恢复，有的地
方的树木还长成了可用之材。山西是一个煤矿资源丰富的省份，大量碑刻资料记录了村社为了保护
山体，明确规定不得私挖滥采、开采煤窑，对山西资源的保护具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
第二，酬神献戏的碑刻规约，使得山西戏剧得以保留传承。酬神献戏活动对基层村社来讲是

件大事，从碑刻记载来看，许多村社规约都有数次献戏。由于村社把献戏作为祭祀、开光和惩罚
村民的手段，从传承和丰富山西戏剧来讲，无疑具有积极的影响。据笔者调查，现在山西五台山
五爷庙的献戏活动一年多达五六百场。
第三，禁止利用寺庙进行存放货物的规约和不定期维修庙宇的行为，使得山西古建筑得以保

留。据不完全统计，山西有近 3000 座戏台，从碑刻资料来看，庙宇能够配搭戏台的只是其中一
部分，因此庙宇数量无疑更多于戏台，两者留存数量为全国各省之最。而能有如此数量的古建筑
在今天得以保留，与山西信仰规约不无关系。
第四，信仰祭祀规约在某种程度上约束规范了人们的行为规范，对朴素的社会公德的传承起

了积极作用。寺庙及周至之地以及寺庙山林，作为村社的公共场所，通过规约进行保护，村民养
成良好习惯而形成自觉，对人们素养和社会公德的提高，无疑具有长久的渗透功效。
第五，信仰祭祀规约所规定的每年定期的祭祀活动，逐渐成为联络村际关系，丰富地方交易

活动的集市贸易的日子。古时，民间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为唱戏。由于祭祀活动中一般都有连续
几天的献戏酬神活动，邻村的亲朋好友往往被邀来走亲看戏，还有戏班子入住村社，需要不少生

活用品，在唱戏期间，由于人气的聚集和大量人员的交集，久而久之，渐渐形成贸易集会日，成

为村际之间、村镇之间民间贸易交流的日子。
历经两千余年，周代的国之大事 “祀与戎”，渐渐下行于民间，当国家处于安定统一时，

“祀”就成为民间头等的大事。我们可以从以上的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虽然不易，但民间古
老的信仰和精神寄托通过民间自有的方式世世代代延续着; 清代山西民间生产力和社会物质状况

还很落后; 村民物质生活的艰难，虽然重修庙宇一般隔 50 ～ 100 年，但还是有一些小村庄由于募
资困难出现了几次被迫停顿的状况; 古人修建庙宇所需银两的数量往往耗费了全村的人力与物

力，甚至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姻亲与乡缘关系; 虽然为世居之地，且为熟人社会，但基层社会自

有一套不讲情面但又会在违背规约后伤及家庭尊严与声誉的有效管理方式; 村社组织的运行高效

有序，管理能力较高，村民也认可村官的组织与领导; 虽然清代山西交通落后，但作为个体的基

层村社并不封闭，在大活动中与发展到外地的商人和邻村有着密切的联系; 山西现有资源的留存

和清代山西祖辈们精心的呵护有直接的关系; 山西晋中商号较为发达，发展到了北京、天津、内
蒙古、河北等地，但对故乡之情还很浓厚，山西的部分庙宇得以重修扩修并留存，和他们的援助
也有关系，晋商虽然身在异乡，但情系故乡; 酬神献戏催生了山西地方戏曲文化的延续、发展和
繁荣; 村社信仰规约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护山西地方环境的作用。

( 联系地址: 山西省太原师范学院宿舍中区院高层 邮编: 030012)
本文责编: 詹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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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Complilation Practice of the Health and Hygiene Chapter of the Second-round Local 
Records Zhang Fengyu (32) 

The compliation of ihe second-round county records on health and hygiene basically follows the model and structure of 

the first-round county records. However, overall speaking, the contents lacked clarity. There were no parallel corelations 

among the titles of chapters and first-level categories. Some titles lacked scientific clarity. Contents on diseases should be 

important composition of the health and hygiene chapater because of the closest corelation between pharmacy and health. But 

there were insufficient weighting or contents given to this corelation. 

Analytical Review of Theories about the Falling into Pattern of Local Records 
Chen Zehong(35) 

Issues related lo (he falling into pattern of local records, after discussions about the name of local records, their ni/mber 

and contents, and styles by various scholars, have become clearer and clearer. In local records development hisloiy, ihe 

falling into pattern ol local records means that local recordvS,as a lonn ol literalure, have been acknowledged as a whole l)y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have been widely promoted and applied after major changes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It also refers lo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records conipilalion from self act to sell consciousness. The. falling into pattern ol" local records 

makes the concepts about local records become, generally accepted,makes itself an indepe.ndenl lonn of lileralure,and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istory and local records. Precise (inderstandings aboul /he meani/ig of falling 

into pattern of local records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rasping the proper limits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local 

records compilalion. 

A Review of Local Records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Records Development 
Zhou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is a fine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 was horn with ihe capability of self-

renewal. This capability constantly demands gradual perfec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elf-renewal on current footing, 

i. e. discovery and application to the fullest extent of new methods and new techniques lo reflect local information，and to 

enrich and bring to perfection the forms of expression of local records. Therefore, local records innovation does not mean the 

demolishing from traditional basic styles and the separate creation of a new form, but rather the constant realization oi self-

renewal ,and the enrichment and perfection of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techniques of local information recording so as to 

adapt to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local information. The reason why local records are called local records is because local 

records have the basic style of horizontal arrangement of categories, vertical narr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narrations 

without argumentative contents. 

The Achievements and Features of Shaanxi County Records Compil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Taking New Qian County Records and Zhongbu County Records as the Focus 
of Research 

Wang Jincheng (46) 

During ihe Ming and Qing Dynasty,local records compilalion in Shaanxi [>rovinre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had 

eminent standing generally acknowledg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formed excellent local record compilation 

tradit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Shaanxi'sachievements i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were equally worthy of 
notice. Comparative research about New Qian County Records and Zhongbu County Records which represent Republican 
Period Shaanxi county records of higher level and the famous Chuansha County Records of the same period show?? that， 
county records completed in Shaanxi province, demonstrated sharp features of inheriling the slrengths of Iraliona� loc.al 
records and initiating new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in terms of guiding thoughts,sytie innovation, represenlaliveness of ihe 
time, scienlinc* naliire, popularity, and compilation methods, and in aspects such as the setup of general review and 
chronology,the transition of recording language from classical Chinese to modern vernacular Chinese, and the emphasis on 
recordings (“ economic Iranslonnalion，revolution cause,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Local Society Belief Protocols as Seen from Tablet Inscriptions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Guo Chunmei(53) 

The most important spiritual solace among people in Qing Dynasty Shanxi province has to be the worship of deities. At 

(hat time, temples scattered all over Shanxi province, and various deities were enshrined and worshiped in these 

temples. There were strict stipulations to things such as the funds for rebuilding and enlargement of temples in various 

villages,the apportion of expenses to dedicate plays to the deities, the time to worship ihe deities, the passing over of 

welcoming competition events from village to village of commonly worship deities, and protection of temples. These 

phenomena reflect the soci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environment，production level，and level of medical care among 

common people in Shanxi province, and the highest forms of worshipping and pleasing the deities in popular beliefs, and 

demonstrate the plain wishes and spiritual anchorage of the villagers. The strict enforcement of belief prolocols had grea! 

historical impact on Shanx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ources protection, inheritance of the dramatic culture, and the 

uplifting of public ethics among the people. 


